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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偏见还是不公：企业数智化对女性领导
任用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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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2011—2021 年A股上市公司的企业微观数据，探讨了企业数智化进程

对女性领导任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数智化进程对女性领导任用起抑

制作用。（2）这种作用主要来源于职业发展中的“不公正”导致的性别数字鸿沟。女性在早期职

业发展中更少地从事研发和技术岗位，导致其数字技能和技术背景的缺乏，进而造成了在企业

数智化情境下领导选拔任用的劣势。（3）对女性和领导角色认知冲突导致的“偏见”并不是导致

女性领导任用机会减少的直接原因；数字技术带来的性别差异的消弭以及女性性别技能优势

并没有起到提升企业女性领导比例的作用。研究结论揭示了数字智能化进程中男性与女性领

导任用差异的原因，为推动男女领导力平权提供了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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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性别议题因其社会建构和社会嵌入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而在管理学前沿研究领域中具有独

特价值和特殊意义（吴欣桐等，2020；朱丹阳和李绪红，2024）。企业的女性领导者对推动企业战

略发展，提升经济和社会双重效益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在公司管理层中引入女性领导者被认

为是减少代理成本和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Terjesen等，2009）；女性领导的参与能够提升

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财务绩效、社会责任表现（Francoeur等，2019； Xie等，2020）；在面临环境

不确定性时，女性领导者能够帮助企业有效应对危机（徐高彦等，2020）。随着时代的发展，男性

和女性之间的社会分工差异日渐模糊，“女性不适合领导岗位”的刻板印象逐渐消退，“能力而

不是性别”的原则在企业领导的任用中更加凸显。2021年，纳斯达克颁布董事会成员多元化要

求，要求上市公司至少雇用一名女性①。2018年至2022年间，中国上市公司女性董事比例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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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https://news.stcn.com/sd/202108/t20210811_35296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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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2018年至2022年的数据分别为11.1%、11.4%、13%、13.8%、14.8%①。然而，在企业实践中，

企业管理层依然存在着严重的性别不平等，男性仍旧占据主导而女性则常常以“隐形人”或者

“象征性代表”的方式出现。根据亿康先达公司发布的《2022—2023年全球董事会成员多元化跟

踪报告》显示，2022年全球女性担任董事会职位的比例仅为25%②。过往的文献也认为女性领导

者在风险管理中更为谨慎保守，在引领变革和应对环境变化的表现中略有不足（熊艾伦等，

2018；许为宾等，2022）。人们对女性顺从、温柔和低支配的刻板印象也使得女性在考虑担任高

层管理职位时存在不自信（Gabaldon等，2016）。
当前，数字智能化的深度发展为解决性别平权问题创造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数字

智能化的深度发展被认为是改善性别不平等现状的一剂良方。数字智能化被认为能够变革生

产方式、降低技术使用成本、缩小男女性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差异，从而改变男性占主导的劳动

权力结构，因而有助于减缓由于对不同群体间的偏见带来的资源分配的不公，使得男性和女性

在智能化方案面前能够更加平等地享有权利和使用资源（李建奇，2022； Suri和Jack，2016；de
Villiers等，2021；David和Phillips，2023）。2023年国际妇女节主题即为“数字包容：创新和技术推

动性别平等”，希望通过发展包容性的技术创新和数字教育推动性别平等。如果企业数字化进

程中任用女性领导者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的竞争力，那么女性在领导的选拔任用过程中将处于

优势地位（朱丹阳和李绪红，2024；Radu和Smaili，2022）。另一方面，数字智能化进程也可能在

许多方面加剧了性别不平等。例如，数字智能技术在算法设计中可能存在对女性的隐性歧视

（O’Connor和Liu，2024）；数字创业过程中，女性创业者因性别偏见受到不公正待遇，导致更少

地在科技行业创业（Miric等，2023；Suseno和Abbott，2021）；数智化情境下由于对女性领导者刻

板印象的先验存在，当男性被选择承担的战略决策者并取得成功，男性领导者优于女性领导者

的偏见会被进一步加深（Kabeer，2010；Walby和Armstrong，2012，David和Phillips，2023）。
数字智能技术为研究企业领导任用的平权问题创造了新的情景。然而目前的文献主要通

过验证女性领导者对组织绩效的积极结果来阐述任用女性领导的重要性，女性如何成长突破

职业发展“天花板”成为核心高管却鲜有文章探讨，前因变量的影响机制尚不清晰（朱丹阳和李

绪红，2024）。对数字技术的讨论也局限在技术设计和运用对不同性别使用者的影响及对劳动

者技能和收入的影响，针对该情境下女性领导任用的研究远远落后于商业实践。因此，本文聚

焦研究问题：在数智化情境下，企业领导任用中女性不平等状况是否能够得到改善？本文从客

观“差异”（机制一和机制二）和主观“认知”两种视角（机制三和机制四）出发，梳理了企业数智

化可能给女性领导任用产生影响的四种机制：（1）数字智能化建立了组织新范式，大大减少了

组织对“人”的依赖程度，传统的组织中的领导职能被数字智能部分替代，男女性别差异作为企

业领导任用的系统性障碍得以消除，男女性在领导任用中的机会趋于均等；（2）性别差异特征

赋予女性领导者的社交优势和情感技巧使女性领导在企业数字智能化进程形成独特的互补技

能优势，企业数智化提升有利于企业女性领导的选拔任用；（3）在数字智能化进程中，当女性面

临选拔成为企业领导者去扮演非传统的社会角色时，对女性和领导角色认知的冲突会降低女

性胜任领导者角色的合法性，这种认知偏见降低了女性候选人的任用机会。（4）男女性职业发

展中“性别数字鸿沟”的认知偏见使得女性领导候选人的职业履历中缺失了“数字能力”和“技
术经历”。数字智能化情境下，这种前期的不公正导致女性在领导选拔中处于劣势。即使企业遵

循“能力而不是性别”的领导任用原则，选拔过程的公平也无法保证最终选拔结果的性别公平。

基于A股上市企业样本，本文探究了企业数字智能化程度对女性领导任用的影响，并对上

 ①https://news.cnstock.com/news,bwkx-202303-5027296.htm。
 ②https://www.businesswirechina.com/zh/news/521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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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四种机制进行逐一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智能化进程减少了企业女性领导的任用比

例。这种领导任用中的不平等主要来源于职业发展路径中的“性别数字鸿沟”而非领导任用过

程中的“偏见”，职业发展前期的“不公”使女性在研发和技术密集型的岗位得到更少的聘用机

会。数字能力和技术经历缺失导致女性在领导选拔阶段处于劣势。即使企业遵循“能力而不是

性别”的领导任用原则，男女领导任用的平权依旧难以实现。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数字智能化既

不能完全消除性别差异的系统性障碍，也不能让女性更好地发挥性别技能优势，以提升女性在

领导任用中比例；但是过往性别平等研究中讨论较多的“刻板印象”及其导致的角色认知冲突

并没有造成女性在领导任用中的劣势。本研究拓展了数智化情境下的性别平等和女性领导力

的相关研究，加深了对数智化情境下领导力领域中性别不平等背后影响机制的理解。本文从实

践层面为当前数字智能化背景下的女性领导成长和发展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方案，呼吁企业和

政府重视数字智能化的社会价值表现，提供公平公正的数字机会，鼓励女性拥抱数字化浪潮、

提升数字能力，缩小“性别数字鸿沟”，最终实现数字智能化对社会价值的增益。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智能化消除性别差异的系统性障碍

性别平权研究者认为，性别的不平等根植于性别间的差异（艾华和李银河，2001；贺翠香，

2023；Lorber，2001；Gimenez，2019）。男性与女性在职场上受到的区别对待建立在承认男女在

胜任工作岗位时存在差异的假设之上，而女性往往是性别差异的受害者。女性在职业晋升中需

要面对比男性更多的阻碍，这种阻碍来源于性别的刻板印象、认知的偏差或能力的差异，并导

致了女性领导任用的不公平待遇和天花板效应（Eagly和Karau，2002；Gabaldon等，2016；
Lewellyn和Muller-Kahle，2020）。在性别领导力的研究中，性别差异是理论推导的重要前提（朱

丹阳和李绪红，2024）。高阶理论就基于男女性领导之间的性别差异的假设，将高层领导对战略

情境判断赋予高度个性化的解释：男女性领导的个人经验和心理特征的巨大差异导致了男女

性领导互动模式和战略选择的差异（Hambrick和Mason，1984）。社会角色理论和角色不一致理

论也基于企业领导者的性别差异，从社会期望层面将职场中的男女性角色进行分工，以剖析不

同性别之间的互动模式和行为选择之间的差异（Eagly等，2000；Schein，1973）。
男女性在职场上受到的区别对待建立在承认男女在胜任工作岗位时存在差异的假设之

上，而女性往往是性别差异的受害者。女性在职业晋升中需要面对比男性更多的阻碍，这种阻

碍来源于性别的刻板印象、认知的偏差或能力的差异，并导致了女性领导任用的不公平待遇和

天花板效应（Eagly和Karau，2002；Gabaldon等，2016；Lewellyn和Muller-Kahle，2020）。在性别领

导力的研究中，性别差异是理论推导的重要前提（朱丹阳和李绪红，2024）。高阶理论就基于男

女性领导之间的性别差异的假设，将高层领导对战略情境判断赋予高度个性化的解释：男女性

领导的个人经验和心理特征的巨大差异导致了男女性领导互动模式和战略选择的差异

（Hambrick和Mason，1984）。社会角色理论和角色不一致理论也基于企业领导者的性别差异，

从社会期望层面将职场中的男女性角色进行分工，以剖析不同性别之间的互动模式和行为选

择之间的差异（Eagly等，2000；Schein，1973）。
企业的数智化进程颠覆了企业传统的生产组织模式，提升了企业决策的智能化过程和企

业运营的自动化进程（陈剑等，2020；肖红军等，2021）。许多原本只能依靠人力才能完成的工作

被数字智能替代，原本受制于知识能力难以实现的工作变成了简单的数字指令，组织对“人”的
依赖程度大大减少。从管理的职能角度看，数字技术在企业战略分析、决策支持中的地位日益

凸显，传统的组织中的领导职能被数字智能部分或全部替代（王鹏飞等，2023；袁淳等，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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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戚聿东和肖旭（2020）发现，数字技术实现了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重整，提升了智力资本

在组织内的比重，从而提升管理效率，形成高质量的决策机制。Svahn等（2017）认为数字技术能

够帮助企业制定战略，实现新的价值主张，提升与内外部利益相关者进行价值共创的能力。

Li等（2019）认为数字智能技术为企业创新提供内在驱动力，创新生产模式，运营方式和服务范

式，提升企业服务质量。

因此，数字技术能够通过解决男女性差异的系统性障碍来实现领导任用的公平问题。这种

系统性障碍是指长期的，制度性和根本性影响公正的因素。例如，在教育公平问题中，数字技术

能够增加教育资源的可供分配的额度和提供了非歧视性的分配规则，那么无论男性还是女性

都能够公正地获得教育资源的支持，教育不公平的系统性障碍得以消除（Chisamya等，2012；
Deutsch，1975；Goldin和Katz，2018；Mudliar，2018）。类似地，在企业领导任用的情境中，数字智

能化创造了以数据、智能化技术为主的新的组织范式，战略分析和决策过程实现数据化和量

化，减少了对“人”的依赖程度（陈剑等，2020；袁淳等，2021；Acemoglu和Autor，2012；Di
Vaio等，2023）。作为进行组织管理和战略决策的企业高层领导者既具有使用数字智能技术的

条件和需求，也存在被数字智能技术取代的风险。领导职能如果能被部分或全部取代，人与人

之间的差异（包括性别间的差异）在数字智能化的组织模式中就变得不那么重要。这一机制使

得在高度智能化的企业运作过程中，性别可能不再是影响组织领导力的因素，取而代之的可能

是智能化决策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男女性别差异作为企业领导任用的系统性障碍得以消除，由

性别差异导致的女性劣势得到解决，男女性在领导任用中的机会趋于均等。

（二） 数字智能化下的性别技能优势

机制一建立在女性由于性别差异而在领导任用中处于劣势，而性别差异能够在数字智能

化进程中被系统性消除的逻辑之上。然而数字技术能否使性别差异为女性带来性别技能优势，

从而改善女性领导任用的劣势？本研究接着阐述了性别差异给女性带来的性别技能优势如何

在数字智能化情境下的发挥作用。数字技术对人类工作替代作用具有偏向性（Autor等，2003），
企业数智化进程更倾向于取代可程序化的常规任务。依靠体力和低认知技能的劳动者在这个

过程中比依靠高级认知技能和社交技能的劳动者受到的挑战更大（李建奇，2022；Weinberger，
2014）。

性别差异特征赋予女性领导者的社交优势和情感技巧使女性领导者与企业数字智能化进

程形成互补优势。在传统的组织结构中，男性领导者的男子气概、自信、果敢和任劳任怨，使得

他们被认为更具有执行力。在战略决策和战略落地的过程中，常常表现为“我是公司一块砖，哪

里需要哪里搬”的特点。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应用实现了战略决策过程和企业运营过程的智

能化和自动化，相较于传统的组织，对“人”的执行力或决断力的要求有所下降，更强调“人机协

同”，而非“英明领导”或“任劳任怨”。企业数智化进程降低了对领导者男性气质的依赖，而对智

力、沟通和人际关系处理的能力更为重视（李建奇，2022）。相较于男性领导者“螺丝钉”和“一块

砖”的工作模式，女性领导者在企业运营自动化和管理智能化的过程中，能够提供机械式工作

方式所缺乏的人际沟通和情感交流技能价值。

过往的文献认为，男性高管偏向于强硬、独断的专制领导风格（Bart和McQueen，2013）。而
女性领导更善于控制情绪，善于达成合作，避免冲突，展现出柔性、民主的服务型的领导风格

（Lansford等，2010）；具备丰富的社交和情感技巧，拥有更高的个人感召力（Groves，2005）。女性

领导者能帮助组织更好地建立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系。相较于男性的社会网络，女性的社交

网络更具有多元性，女性在同性别和跨性别联系建立中的优异表现能够帮助企业更有效地获

取资源（潘子成等，2023；Miller和Del Carmen Triana，2009）。同时，女性领导者被认为能够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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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获取信息，获取合法性和获取市场认同（Hillman等，2007）。根据资源依赖理论的解释，在特

定战略情境下，当引入女性领导能够获取足够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降低组织对外部环境的

依赖，提升组织的可持续竞争优势时，组织则具备了吸纳女性领导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朱丹阳

和李绪红，2024；Pfeffer和Salancik，2006）。例如，在企业财务表现较差时，女性特质使得任用女

性领导更容易帮助企业走出困境（Foss等，2022）。
当人工智能在企业的战略决策过程和执行过程中的参与程度逐渐上升，企业对领导者个

人的执行力依赖下降，而领导者共情能力、社交能力和沟通能力重要性得以凸显。男女性的性

别差异在数字智能化的情境下更有利于女性领导者，该机制认为性别差异特征赋予女性领导

者的技能优势使得企业数智化进程促进了企业女性领导的任用。

（三）数字智能化下的角色认知冲突

导致职场女性“玻璃天花板”现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对女性和对领导的角色认知冲

突（Eagly等，2000；Schein，1973）。社会角色理论（social role theory）认为，由于“男主外，女主内”
的社会分工等社会化过程导致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特质和行为模式持有不同的刻板印象和角

色期望，比如女性往往被认为具有关心他人福祉的公共性特征，如慈爱、温和、移情、人际敏感

等，并被期望以婚姻家庭为主要目标，符合“贤妻良母”的身份形象；而男性往往被认为具有自

信、果断、控制、强有力等能动性特征，并被期望扮演养家糊口或较高地位的角色。角色一致性

理论指出（role congruity theory），由于社会对典型的领导角色的认知和期望倾向于能动性特

征，这更像是男性的刻板印象，而女性性别角色与典型的领导角色之间的认知不一致导致了社

会对女性作为领导者的认知偏见，表现在（1）对女性领导潜力的评价不如男性，（2）对女性做出

符合领导角色行为的评价不如男性积极（Eagly和Karau，2002）。
社会对女性和领导的刻板印象导致的角色认知冲突使得女性一方面比男性更难获得担任

领导角色的机会，另一方面做出偏离角色认知的行为会遭受偏见与惩罚，即使女性领导本身具

备优秀的领导力或与男性领导同等有效，她们想要在领导角色中取得成功需要克服更大的障

碍和挑战（Eagly和Karau，2002）。由于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管理者的社会身份认知与女性

的社会身份认知存在冲突，当女性面临选拔成为企业领导者去扮演非传统的社会角色时，女性

难以在领导角色上获得合法性，从而难以获得胜任领导者身份的认可（Eagly等，1995；Vial等，

2016）。在角色认知的刻板印象中，女性高管被认为更厌恶风险、缺乏冒险精神、对创新投入较

少，在主导企业战略变革的表现不及男性（熊艾伦等，2018；许为宾等，2022）。角色认知冲突可

能使得企业在数智化情境中降低女性领导任用可能性。一方面，企业数字智能化转型是一个高

投入、高风险、创新导向的战略决策，并且对许多传统企业来说是战略变革的过程。对女性和领

导角色认知的冲突使得企业更愿意在数智化变革情境中选择男性作为企业领导，主导企业的

战略变革。另一方面，由于对女性领导者刻板印象的先验存在，当男性被选择承担数智化情境

下的战略决策者并取得成功，男性领导者优于女性领导者的偏见会被进一步加深（Kabeer，
2010；Walby等，2012，David和Phillips，2023）。女性性别角色与典型的领导角色之间的认知不

一致并没有随着企业数智化深入而缩小，女性领导任用的不平等状况加剧。

然而，角色认知冲突在当下对女性领导任用的削弱作用也受到女性解放力量的挑战

（Welzel，2014）。随着女性解放力量的崛起，对女性不适合担任领导的刻板印象被逐渐打破。女

性在实际的商业实践中能够获得更多资源，社会价值观和社会制度都对女性成为企业领导提

供了更多的保障，女性在商业实践中参与程度得到提升（Brieger等，2019）。这意味着随着时代

发展，角色认知冲突对女性领导任用的阻碍正在被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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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性别数字鸿沟

数智化进程被认为提升了女性平权的可能性，但也为女性带来了数字技术使用的社会认

知陷阱。例如，通过移动设备和互联网，女性可以提升工资收入，接受更完善的教育、获取公共

健康支持和提高政治参与，从数字技术的进步中获得社会和经济利益（David和Phillips，2023；
Suri和Jack，2016）。在数智化变革下，技术为女性在职场中的成功提供更多的包容性，企业领导

的任用应当在性别间更加公平。然而，交叉不平等理论（Intersecting Inequalities theory）认为，性

别不平等总是与其他议题交织，并容易产生负向的循环反馈机制（Kabeer，2010；Walby等，

2012）。数字技术在给女性提供包容性的同时，似乎也为女性带来了数字排斥（Hussain和Amin，
2018）。女性由于历史原因处于相对贫困的经济地位，并且在获得理工科学历教育中与男性存

在明显的差距，这导致女性缺乏渠道和资源来获取数字相关技能（Brenøe和Zölitz，2020；
Miric等，2023）。女性由于数字技能的相对缺乏，在数字化情境下的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工中被

贴上“技术无知”“能力低下”等负面标签。社会对女性数字能力相关的偏见加深，在工作场景中

对女性使用数字技术的不信任感加剧。女性获得的数字教育和数字资源的机会进一步减少，在

数智化过程中的参与程度进一步降低，并最终导致其更加劣势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

（Kabeer, 2010; Rosenthal, 2016）。女性由于缺乏数字技术的接入，从而产生数字化情境下的性

别认知偏见，导致女性在数字技术导向下的资源分配和能力提升面临新的不平等问题。该现象

也被称为“性别数字鸿沟”（Bailur和Masiero，2017；David和Phillips，2023；Mudliar，2018）。
性别数字鸿沟同样出现在企业数智化情景下的领导选拔任用的过程中。尽管男性和女性

在数字技术技能天赋和学习能力上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但对女性不擅长数字技能或缺乏

高水平教育刻板印象使得女性被排斥在数字技术相关的工作之外（李建奇，2022；Cadaret等，

2017）。女性在研发和技术密集型的岗位更少的聘用导致了女性数字技术型人才的减少，而女

性在相关岗位的缺失又进一步加剧了女性在技术岗位不胜任或缺乏相关技能教育的认知偏

差，这种恶性循环使得数字技术在男女性职业发展中的作用更加割裂（David和Phillips，2023）。
职业发展中的不公正性使得在进入企业领导选拔阶段时，具有数字技能的女性领导候选人显

著少于男性（Miric等，2023）。假设企业领导选拔任用阶段能够消除对候选人性别的歧视、保证

性别上的公平性、依照能力选定企业领导者。那么在企业数智化情境下，企业领导者的数字技

能和技术经历将作为一个重要的考察指标。而女性候选人由于“数字能力”或“技术经历”不足，

依然无法在企业数智化进程中被公正对待。因此，职业发展中的“数字性别鸿沟”使得公平的企

业领导选拔过程依然无法实现女性在领导任用中的平等，企业数智化进程阻碍了女性领导的

任用。

本文的理论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企业数智化

差异视角 机制1
消除性别差异
的系统性障碍

机制3
角色认知冲突

机制2
性别技能优势

女性领导任用

机制4
性别数字鸿沟认知视角

H1a+

H1b−

 
图 1    理论研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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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如下对立假设：

H1a：企业数智化进程增加女性领导任用。

H1b：企业数智化进程减少女性领导任用。

建立在客观“差异”视角下的机制1和机制2支持了假设H1a的作用路径，建立在主观“认知”
视角下的机制3和机制4支持了假设H1b的作用路径。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数据

考虑到数据的连续性和上市公司数字智能化文本挖掘的关键词特征，本文的样本主要选

取 2011—2021 年的A股上市公司，并对数据进行了如下筛选：（1） 剔除金融和保险行业样本；

（2）剔除曾被 ST或 PT 的样本；（3）剔除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负的公司样本；（4）部分相关变量

缺失的样本；（5）剔除资产负债率异常的样本。 为了排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还连续变量均

进行了上下 1% 的 Winsorize 缩尾处理。

（二）变量选择

主要被解释变量：企业数字智能化（AI），本文借鉴了主流文献对数字智能化的定义，基于

文本挖掘的视角测度企业数字智能化程度。通过 Python 爬虫功能归集整理了上海证券交易

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全部 A 股上市企业的年度报告，并梳理 2011—2019 年国家级和省级相关

政策文件中关于数字智能化的表述，基于Python 文本挖掘构建企业数字智能化相关语义特征

词库，形成了企业数字智能化的相关文本词频测度数据（吴非等，2021；袁淳等，2021）。本文将

剔除 MD&A 内容后人工智能技术的特征词在年报中出现的频次作为衡量企业数字智能化的

指标，并根据年报文本长度进行了标准化处理。该数据来源于CSMAR国泰安数据库。

主要被解释变量：女性领导任用比例，本文借鉴了梁若冰等（2021）和Srivastava等（2023）
的相关研究，本文分别使用三个指标衡量企业中女性领导任用比例，董事中的女性比例

（Female_Director），监事中的女性比例（Female_Supervisor），高管中的女性比例（Female_TMT）。
控制变量：本文参考梁若冰等（2021）和肖红军等（2021）的相关研究，主要选取企业规模、

营业收入、固定资产、营业收入增长率、政治连接、净资产收益率、两职合一情况、资产负债率、

企业年龄、股权性质和股权集中度等作为控制变量。

机制检验中使用的变量：在解释机制三时，本文使用了本年度和上年度企业数字智能化的

变化幅度来衡量企业将数智化作为一种战略变革的进行程度（AIchange），还使用了年份作为

时间趋势变量（Time）。在解释机制四时，本文采用了2011—2021 年的上市公司每年新选出的

董事，监事和高管作为样本。将新选出的企业领导（Gender）是否为女性作为被解释变量，企业

数字智能化（AI）仍为解释变量，加入高管的职业背景作为调节变量，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层面

和企业领导个人层面的相关变量（冯健等，2022；潘子成等，2023）。变量描述与统计见表1。
（三）模型设定

本文设定模型(1)—(4)来检验基准回归和各个机制检验的结果。

Female_Directori,t/Female_S upervisori,t/Female_TMT i,t = β0+β1AI i,t +βnControls+ ξi,t （1）

Female_Directori,t/Female_S upervisori,t/Female_TMT i,t = β0+β1AI i,t +β2Time+βnControls+ ξi,t
（2）

Female_Directori,t/Female_S upervisori,t/Female_TMT i,t = β0+β1AIchagei,t +βnControls+ ξ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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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Genderi = 1） =
eyi

1+ eyi
（4-1）

yi =β0+β1AIi+β2R&Di+β3Productioni+β4Marketingi+β5Managementi+α1AIi×R&Di

+α2AIi×Productioni+α3AIi×Marketingi+α4AIi×Managementi+βnControls+ ξi
（4-2）

Gender yi

R&D

Production Marketing Management

其中，模型（1）是主要用于解释本文的主效应，企业数字智能化进程对女性领导任用比例的影

响，机制一和机制二的解释也基于模型（1）的设定。模型（2）加入了时间趋势变量Time，用来衡

量随着年份增加女性领导任用比例的变化情况，用于机制三的解释。模型（3）将主要解释变量

变为企业数字智能化变革程度，也用于机制三的解释。模型（1）至模型（3）都采用了普通最小二

乘法（OLS）和双向固定效应进行检验。模型（4-1）和（4-2）的被解释变量为新选出的企业领导

是否为女性（ ）；Pr(•) 表示事件发生的概率； 为潜变量；解释变量为企业数字智能化

（AI）；同时将高管的职业背景信息，包括是否具有研发部门背景（ ），是否具有生产部门背

景（ ），是否具有营销部门背景（ ），是否具有管理部门背景（ ），

作为调节变量加入模型，用于机制四的解释：研发背景的职业经历对应了性别数字鸿沟导致的

“数字能力”和“技术经历”的劣势，而其他类型的岗位不涉及我们讨论性别数字鸿沟机制。通过

对比其他几类职业背景的影响，能够排除其他干扰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模型（4）采用

logit回归模型进行检验。 

 

表 1    变量描述与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平均值 标准差

Female_Director 企业董事女性比例（%） 13.335 15.671
Female_Supervisor 企业监事女性比例（%） 31.336 27.505

Female_TMT 企业高管女性比例（%） 16.671 16.513
AI 企业数字智能化程度，见文内 34.874 18.401

Cash 货币资金自然对数 11.005 1.352
Age 企业年龄自然对数 2.886 0.34

Fixed 固定资产，企业固定资产自然对数 10.894 1.743
Size 企业规模，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12.929 1.302

Revenue 营业收入，企业营业收入自然对数 12.222 1.455
Leverage 企业资产负债率（%） 41.64 20.762

Growth
营业收入增长率，（本期主营业务收入−上期主营业务收入） /

上期主营业务收入× 100 14.883 32.608

Equity 股权集中度，前5位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 0.16 0.114

Politics
政治连接情况，取值1代表高管曾在政府任职，曾担任人大

代表或政协委员，否则为0 0.297 0.457

Ownership 股权性质，股权性质，国有企业取值为 1，否则为 0 0.337 0.473
Separation 企业高管和董事会成员股权分离程度 4.578 7.273

ROA 资产回报率（%） 4.352 6.766
Area 公司所在地
Year 年份

Industry 行业
机制检验用到变量

AIchange 数智化战略变革的程度，见文内 4.719 11.359
Gender 当年新选出领导是否为女性，见文内 0.198 0.399
R&D 新选出领导具有研发岗位背景取值为1，否则为0 0.145 0.352

Production 新选出领导具有生产岗位背景取值为1，否则为0 0.062 0.241
Marketing 新选出领导具有营销岗位背景取值为1，否则为0 0.199 0.399

Management 新选出领导具有管理岗位背景取值为1，否则为0 0.702 0.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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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实证检验及结果

（一）基准回归的结果

表2 展示了OLS估计，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下数字智能化程度对企业女性领导比例的基准

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企业数字智能化程度降低了企业女性领导比例，假设H1b得到验证。列

（1）中的企业数字智能化程度（AI）的估计系数为 −0.015，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列

（2）中企业数字智能化程度（AI）的估计系数为 −0.019，通过了0.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列

（1）和列（2）的结果反映了数字智能化程度的提升对女性董事比例的负向作用。列（5）中，企业

数字智能化程度（AI）的估计系数为 −0.017，通过了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列（6）中企业数字

智能化程度（AI）的估计系数为 −0.017，通过了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列（5）和（6）的结果反

映了企业数字智能化程度的提升对企业女性高管比例起负向作用。列（3）和（4）中企业数字智

能化程度对企业女性监事比例没有显著影响，可能的解释是监事在企业高层中主要以监督职

能为主，决策职能和执行职能相对较弱（冉光圭等，2015）。在实证过程中，本文分别进行了面板

数据的固定效应估计和随机效应估计，并通过豪斯曼检验（Hausman），对估计方法进行选择，

最终豪斯曼检验（Hausman）在每个模型上都支持了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1）
OLS

（2）
固定效应估计

（3）
OLS

（4）
固定效应估计

（5）
OLS

（6）
固定效应估计

变量名称
董事女性

比例
董事女性

比例
监事女性

比例
监事女性

比例
高管女性

比例
高管女性

比例
AI −0.015** −0.019*** 0.003 −0.006 −0.017* −0.017*

（0.005） （0.005） （0.006） （0.005） （0.007） （0.008）
控制变量等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7559 27559 27561 27561 27556 27556
R2 0.139 0.101 0.129 0.099 0.134 0.101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0.1%、1% 、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二）机制一的检验结果

机制一认为数字智能化减少了对“人”的依赖程度，使得性别差异在企业领导任用中影响

减弱，男女性在领导任用中的机会趋于均等，女性领导比例得到提升。然而基准回归的结果验

证了企业数字智能化程度对女性领导比例起负向作用，机制一的作用是否不显著或者被遮掩？

本文通过选取制造业的样本对机制一进行了进一步探究。运用数字智能化的制造业企业更多

地依赖智能决策系统和自动化生产模式。大规模的机械化和自动化使得制造业企业对人力的

依赖程度更低。如果机制一的作用存在，在制造业企业样本中企业数字智能化程度对女性领导

比例提升的应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根据表3的结果，列（1）和列（3）中企业数字智能化程度的

估计系数分别为 −0.014和−0.009，分别通过了5%水平和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制造业样本

的结果与基准回归的结果保持一致，机制一的作用并不显著。以上结果表明，现阶段数字智能

化对“人”替代程度有限，组织的领导职能仍对“人”有较大的依赖，性别差异的系统性障碍在数

字智能化过程暂时无法消除。

（三）机制二的检验结果

机制二认为女性性别技能优势在数字智能化情境下的促进了女性领导任用，推论与本文

基准回归的结论不一致。机制二的作用不显著还是被遮掩？一方面，本文采用高数字智能化样

本和低数字智能化样本的分组，对企业数字智能化程度对女性领导比例的影响进行检验。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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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性别技能优势在数字智能化情境下高于男性，至少在高数字智能化样本中企业数字智能

化程度对女性领导比例应当起到促进作用。本文根据企业数字智能化程度的中位数作为界限

将企业划分为高数字智能化样本组和低数字智能化样本组。表4列（1）和列（5）中企业数字智能

化程度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反映了在高数字智能化样本组中女性性别技能优势并没有显现，

机制二作用并不显著。另一方面，本研究选取了女性性别技能可能占据优势的服务型行业进行

检验（李建奇，2022）。在针对服务型行业样本的回归结果中，企业数字智能化程度的估计系数

均不显著（限于篇幅，该估计结果留存备索）。性别差异并没有为女性领导任用带来所谓的性别

技能优势，机制二的作用并不显著。
 
 

表 3    制造业企业分样本回归结果

（1）
固定效应估计

（2）
固定效应估计

（3）
固定效应估计

变量名称 董事女性比例 监事女性比例 高管女性比例
AI −0.014* −0.004 −0.009**

（0.006） （0.006） （0.003）
控制变量等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8 638 18 639 18 636
R2 0.103 0.101 0.100

 

 
 

表 4    高数字智能化和低数字智能化分样本检验

（1）
高数字智
能化组

（2）
低数字智
能化组

（3）
高数字智
能化组

（4）
低数字智
能化组

（5）
高数字智
能化组

（6）
低数字智
能化组

变量名称
董事女性

比例
董事女性

比例
监事女性

比例
监事女性

比例
高管女性

比例
高管女性

比例
AI −0.022** 0.009 −0.013 0.087 −0.018* −0.091+

（0.007） （0.051） （0.013） （0.090） （0.008） （0.055）
控制变量等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3 818 13 741 13 819 13 742 13 817 13 739
R2 0.104 0.104 0.103 0.104 0.104 0.103

 

（四）机制三的检验结果

机制三认为角色认知冲突在数字智能化情境下的削弱了女性领导任用。为了检验机制三

的解释力，本文首先加入企业数智化变革程度（AIchange）作为解释变量。如果机制三成立，企

业数智化过程作为战略变革的过程将减弱女性领导比例。对女性领导角色认知的冲突使得企

业更愿意在数智化变革情境中选择男性作为企业领导，主导企业的战略变革。然而，表5的结果

显示，列（1）、列（2）和列（3）中企业数智化战略变革程度估计系数并不显著，对女性领导角色认

知的冲突可能并不是数智化情境下女性领导任用减少的原因。另外，本文还加入了时间趋势作

为解释变量，进一步探讨女性领导角色认知的冲突是否是企业数智情境下化女性领导任用劣

势的动因。随着女性主义思潮的发展，性别平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随着

时代的进步逐渐改善，时间趋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观念和人群认知的变迁如何影响

平权议题（吴小英，2009；杨菊华，2017）。Gabaix等（2016）观察了代际交替如何动态影响居民收

入的不平等状况。实证研究中通过控制时间趋势能够真实地反映关键变量的影响（Acemoglu
等，2001）。因此，时间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社会对女性领导角色认知的变迁，加入时间趋

势变量能够更好地反映企业数智化进程对女性领导任用的真实影响。根据表6列（1）、列（2）和
列（3）中的回归结果，时间趋势变量（Year）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在数字智能化情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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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领导任用并没有因为社会对女性的角色认知冲突而造成女性领导减少。反而，随着时代

的进步，对女性领导任用的角色认知偏见在逐渐消弭。然而，在控制了时间趋势后，企业的数字

智能化进程却在阻碍这种偏见的消弭（列（1）和列（3）中企业数字智能化程度（AI）的估计系数

分别在0.1%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机制三无法解释数字智能化情境下的女性领导任用

减少。
 
 

表 5    加入数字智能化战略变革程度的回归结果

（1）
固定效应估计

（2）
固定效应估计

（3）
固定效应估计

变量名称 董事女性比例 监事女性比例 高管女性比例
AIchange −0.005 0.007 −0.005

（0.006） （0.011） （0.007）
控制变量等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3 293 23 295 23 290
R2 0.094 0.092 0.094

 

 
 

表 6    加入时间趋势的回归结果

（1）
固定效应估计

（2）
固定效应估计

（3）
固定效应估计

变量名称 董事女性比例 监事女性比例 高管女性比例
AI −0.019*** −0.005 −0.018**

（0.005） （0.009） （0.006）
Year 0.283*** 0.495*** 0.371***

（0.075） （0.133） （0.088）
控制变量等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7 559 27 561 27 556
R2 0.110 0.111 0.110

 

（五）机制四的检验结果

为了探究机制四的作用，本文采用了logit回归模型探究了企业数字智能化程度和企业领

导的职业背景对领导任用性别的影响。表7的结果显示，列（1）中企业数字智能化程度对的女性

领导任用影响在0.1%显著性水平为负。在加入职业背景作为调节变量后，列（3）数字智能化程

度和生产型岗位背景的交乘项（AI× Production），列（4）数字智能化程度和营销型岗位背景

的交乘项（A I × M a r k e t i n g）以及列（5）数字智能化程度和管理型岗位背景的交乘项

（AI×Management）的估计系数都不显著。只有列（2）数字智能化程度和研发型岗位背景的交乘

项（AI×R&D）估计系数为−0.007，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企业领导的研发型岗位背景

（R&D）的估计系数为−1.074，通过了0.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以上回归结果表明，在数字智

能化情境下，具有研发背景的企业领导是女性的可能性更低，而其他类型职业背景并不存在这

种影响。研发背景的职业经历对应了性别数字鸿沟导致的“数字能力”和“技术经历”的劣势，而

其他类型的岗位不涉及性别数字鸿沟机制。对比其他几类职业背景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排除

其他干扰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可以认为，职业发展中在技术岗位的缺失给女性带来了“数
字能力”和“技术经历”的劣势。这种缺失可能可以追溯到女性在早期职业选择机会，甚至是理

工科教育中受到的偏见和不公平对待。即，在工作和教育中由于性别间收入差距和“女性不擅

长理工类学科”的偏见，使得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学科领域中女性占比远远少于男

性（Brenøe和Zölitz，2020；Miric等，2023）。因此，早期职业发展的不公正使女性在企业数字智能

化进程中的领导选拔任用中处于劣势。机制四“性别数字鸿沟”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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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使用新选出企业领导数据并加入高管职业背景调节变量的回归结果

（1） （2） （3） （4） （5）
变量名称 女性领导任用 女性领导任用 女性领导任用 女性领导任用 女性领导任用

AI −0.008*** −0.003 −0.006** −0.003** 0.001
（0.001） （0.003） （0.002） （0.001） （0.001）

AI×R&D −0.007**

（0.002）
R&D −1.074***

（0.044）
AI× Production 0.000

（0.003）
Production −1.060***

（0.058）
AI×Marketing 0.001

（0.001）
Marketing −0.276***

（0.028）
AI×Management −0.003

（0.001）
Management −0.730***

（0.026）
控制变量等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52 547 52 545 52 545 52 545 52 545
Log likelihood −24 691.860 −24 485.883 −24 306.846 −24 639.630 −24 301.328

R2Pseudo  0.064 0.071 0.078 0.066 0.078
 

（六）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企业数字智能化与女性领导比例之间可能存在的互为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即
女性领导比例的增加，使得企业治理层面更加多样化，从而更可能促使企业推动数字智能化变

革。本文基于工具变量法对内生性问题予以缓解，一是选取样本所在城市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规模标准化作为工具变量（Instrument1）；二是使用企业数字智能化程度与按二位数行业和省

份分类的数字智能化程度平均值差额的三次方（Instrument2）作为工具变量（Lewbel，1997；宋
德勇等，2022）。两个工具变量都通过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和弱工具变量的检验，工具变量估计

的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针对基准回归的结果，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对自变量的衡量进行了替换。本文根据

吴非等（2021）的做法将衡量企业数字化的相关词频的标准化值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如

“数字技术”“云计算技术”等。本研究还采用了企业数字技术在企业具体运用的情况作为企业

数字智能化的辅助测量，对文本分析的方法进行三角检验。本文采用企业当年参与数字创新国

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定数量，数字创新论文数量，数字技术专利数量，数字创新资质获得数量

和数字技术国家级奖项获得数量，并对上述指标进行加权平均和标准化处理后作为企业数字

技术应用的测量。针对因变量，本文使用企业女性领导比例的当期数据替代基准回归中用到的

下一期数据进行了估计。针对机制四中使用新选出企业领导数据的回归结果，本文采用了

Probit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以上稳健性检验结果均与上文中对应的回归结果相呼应，限于篇

幅，作者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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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A股上市企业样本，从客观“差异”（机制一和机制二）和主观“认知”两种视角（机

制三和机制四）出发，探究了企业数字智能化程度对女性领导任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
一，企业数字智能化进程减少了企业女性领导的任用比例。数字变革在领导力层面并没有带来
男女不平等状况改善。第二，从作用机制上来看，企业数字智能化减少企业女性领导任用的原
因是男女性职业发展中的“性别数字鸿沟”。在职业发展中，女性在研发和技术密集型岗位更少
的聘用导致了女性领导候选人在“数字能力”和“技术经历”的缺失。在数字智能化情境下，这种
前期的不公正导致女性在领导选拔阶段处于劣势。即使遵循“能力而不是性别”的企业领导任
用原则，在女性领导者数字能力前期缺乏组织的支持和重视的情况下，男女平权依旧难以实
现。第三，数字智能化情境下的企业领导任用并没有因为角色认知冲突带来的偏见使得女性在
领导任用中处于劣势；在承认性别差异的前提下，女性的性别技能优势也没有在数字智能化情
境下的促进女性领导任用；虽然数字智能化使得组织对“人”的依赖程度减少，但性别差异的系
统性障碍在领导职能中仍无法完全消除，男女性在领导任用中的机会趋于均等的趋势并没有
体现。

（二）贡献与启示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回应了将数智化情境与性别平等及女性领导力相联系

的研究呼吁（如，朱丹阳和李绪红，2023），通过剖析“企业数智化与女性领导任用”之间的关系，
从企业情境的前因方面拓展了对女性高管领导力影响因素的认识。第二，通过整合现有较为分
散的理论认知和相关推论（李建奇，2022；袁淳等，2021；朱丹阳和李绪红，2023），厘清并检验企
业数智化对女性领导任用的四种可能机制，加深了对数智化情境下领导力领域中性别不平等
的影响机制的理解。第三，为当前数智化背景下女性如何成长和发展突破职业“玻璃天花板”提
供了理论指导。

本文的结论对企业数智化情境下的男女平权问题具有如下启示：首先，企业应高度重视数

智化在实现社会价值上的表现。在人员招聘配置与开发阶段，应增加对女性员工的“数字包

容”，呼吁女性员工更多地卷入数智化进程，开放更多的研发和技术密集型岗位的工作机会给

女性员工，深入推进对女性员工数字能力的培训和开发，消除其职业发展早期的经验和能力积

累劣势，推进解决男女领导任用不平等的来源。在领导选拔任用阶段，应建立公平公正的选拔

机制，支持女性担任研发和技术部门的领导角色，消除性别偏见在选拔过程中的影响，帮助女

性领导者发挥其战略价值。其次，女性自身需要突破刻板印象的牢笼，积极拥抱数智化技术、主

动提升数字能力、积极承担相关工作。企业数智化虽不能减少领导任用中的男女不平等，但值

得注意的是，造成这种不平等的直接因素来源于客观“能力”而非主观“偏见”。女性领导数字技

术能力和经验的相对劣势产生的可能原因是她们在职业发展前期为避免面对传统的刻板印象

带来的压力而较少地选择了与传统性别角色期望不相符的专业或者岗位。因此，女性需要意识

到，随着时代发展，刻板印象带来的偏见在逐渐减少，女性应当主动突破传统观念束缚，警惕陷

入消极的自证循环。最后，政府应采取多样化的措施进一步推进数智化下的男女平等，弥合性

别数字鸿沟。政府一方面应当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和政策，提高女性对信息通讯、人工智能等数

字技术资源的获取和使用，扩大对女性数字素养的教育投资，加强对数字性别歧视和暴力的监

督监管，让女性切实、充分、安全、平等地参与到数智化进程中。另一方面，政府应着力构建包

容、多元的数字化氛围，宣传引导积极、先进的性别意识，摒除传统的性别偏见，支持女性在数

字化转型中承担核心角色，促进数字社会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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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 Bias, or Injustice: The Impact of Firms’ Digital
Intelligence on the Appointment of Female Leaders

Duan Ruikun1,  Wu Yiqi2
（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32,

China；2.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Summary: Based on the micro data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1 to 2021,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on female leadership appointment and its mechanism.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The process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in enterprises exerts an inhibitory effect on
female leadership appointment. (2) This effect mainly stems from the gender digital divide caused by
“injustice” in career development. Women are less likely to engage in R&D and technical positions in
early career development, resulting in a lack of digital skills and technical background, which in turn
leads to a disadvantage in leadership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3) The “bias” against female leadership arising from incongruities between traditional gender
expectations and leadership roles is not the direct reason for the decrease in opportunities for female
leadership appointment; the elimination of gender differences brought about by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advantage of female gender skills do not play a role in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female leaders in
enterprises. The conclusions reveal the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s in the appointment of male and female
leaders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providing important insights for promoting gender equality
in leadership.

Key words:  digital intelligence;  gender equality;  appointment of female leaders;  gender digital
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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